
近日，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向我国返还两

件流失文物，使社会公众关注的目光再次聚焦

到了河南巩义北宋皇陵的保护及相关工作。

北宋皇陵坐落于今河南省巩义市，始建于

宋太祖乾德元年（963 年），止于宋钦宗靖康二

年（1127 年）北宋灭亡。北宋九帝中，徽宗、钦

宗被金人掳掠、囚死漠北，其余七帝皆葬于此；再加上追封

宣祖的赵匡胤之父赵弘殷永安陵，合称“七帝八陵”。八陵

依次为：宣祖永安陵、太祖永昌陵、太宗永熙陵、真宗永定

陵、仁宗永昭陵、英宗永厚陵、神宗永裕陵、哲宗永泰陵。除

永安陵为帝后合葬外，其余皇帝和皇后皆实行“同茔合葬”

制，皇后单独建造陵园，祔葬于帝陵的西北隅。各陵之内还

陪葬有规模庞大的宗室墓群，并专设永安县以奉陵寝，建皇

家禅院以追福祖先。

北宋皇陵的选址深受当时风水堪舆观念影响，导致了

北宋皇陵陵园南高北低的格局，一反古代建筑逐渐增高的

传统，成为中国古代陵寝制度上的孤例。

八座帝陵诸陵园区（兆域）建制统一，平面布局基本相

同，皆坐北朝南，均由上宫（皇帝陵）、皇后陵、下宫（日常侍

奉、祭祀及守陵等组群式建筑）和陪葬墓构成。南部的上

宫为陵园区最主要部分，是大型朝拜祭奠之所，以陵台为

核心；陵台平面正方，系夯土筑成，呈三层台阶状，表面涂

朱，前设献殿，周环神墙；神墙四隅建角阙，四面正中辟门，

门侧设阙台，门外各列石狮一对。南神门外神道两侧，石

像生群对称排列，象征仪仗；再南为乳台，陵园区南端入口

处立鹊台一对。鹊台、乳台、门阙、角阙皆夯土筑成，外包

砌青砖。皇后陵均祔葬于帝陵上宫西北，建制全仿帝陵上

宫，唯规模缩小。下宫位于陵园区的最北部或帝陵与皇后

陵之间。

各帝陵上宫石刻共 60 件。除东、西、北神门各 1 对门

狮，南神门内及陵台前各 1 对宫人外，余者皆集中于乳台以

北、南神门以南的神道两侧。石像生东西相向、两两对称，

由南向北依次为：望柱、象、驯象人、瑞禽石屏、甪端、马和控

马官、虎、羊、客使、武官、文官、南门狮、上马石、守门武士。

皇后陵石像生数量减少，每陵 30 件。

北宋皇陵神道石像生（见上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供图）是研究宋代礼制体系、雕刻艺术的实物载体，具有极

高的价值。神道石刻风格可大体分为早、中、晚三

期。早期包括宣祖永安陵、太祖永昌陵、太宗永熙

陵和真宗永定陵，以及祔葬四座帝陵的皇后陵，整

体较为粗壮。中期包括仁宗永昭陵和英宗永厚

陵，石雕像形体由早期的健壮雄伟趋向挺拔秀

美。晚期包括神宗永裕陵和哲宗永泰陵，以及祔

葬永昭、永厚、永裕、永泰四陵的皇后陵，此时的石雕像形体

普遍修长，与早期形体的健壮浑圆形成鲜明对比。整体上

看，宋陵石雕在继承汉唐陵墓石雕技法之上又有创新，形成

注重写实的艺术风格，在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上书写了独

特的一页。北宋时期的石雕艺术在近年发现的开封北宋东

京城州桥河岸两侧巨幅石雕壁画上有精彩呈现。

1982 年，北宋皇陵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上世纪 90 年代出版有大型考古调查报告《北

宋皇陵》。永昭陵上宫于 1995—1997 年经过整修复原。北

宋皇陵的考古研究与保护工作一直持续推进。

进入新时代，宋陵的保护与利用工作得到了加强。各

个陵园区保持全天候人防巡护、技防监控等。2022 年，宋陵

列入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建设名单。除个别陵保留

“麦田里的守望者”原生场景外，永昌陵、永厚陵等在进一步

考古调查基础上，开展了全新的保护与环境治理工作，展示

利用出现新的理念和方式，分别建成城市型、旷野型等不同

类型的遗址公园。

宋陵的考古调查与勘探研究成果被评为 2025 年度河南

省十大考古新发现。利用新的数字化技术，研究人员对宋

陵石像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数字化图像信息采集，宋陵保

护与利用的数据信息资源库正在构建中。

              （作者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北宋皇陵的“前世今生”
刘海旺   孙   凯

在山西博物院的“民族熔炉”展厅中，

有一件高 13 厘米、通长 24 厘米的青铜染

炉。它 1983 年出土于山西朔州市一座西

汉晚期的墓葬，炉身透雕着青龙、白虎、朱

雀、玄武四神，故名“四神染炉”。这件精美

的 烹 饪 用 具 ，是 2000 多 年 前 人 们 席 前 温

酱、分餐而食的生动见证。

四神染炉由承盘、炉体、耳杯三部分组

成。承盘略呈椭圆形，侈口，浅腹，平底，是

整套器物的底座，承接炉体的余灰。炉体安

置于承盘之上，其底座呈长方形，上部透雕

四神，体现着汉代“四方有灵”的空间观念。

炉身一侧置一叶状鋬，便于端持。下部四足呈侏儒俯身背手状，抬住

炉体，稳固又颇具匠心。炉内底部铸有两排长条状孔箅，用来通风漏

灰、助燃炭火。炉口沿上设 4根短柱，稳稳承托一枚椭圆形耳杯。

“染炉”之名得自文献中所记载的器物自身的铭文，在《秦汉金

文录》与《陶斋吉金录》中，分别可见“染炉”与“染杯”的传世器物。

曾经有学者推测它用于染色或者温酒，然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

一件同属于西汉时期的染器，上面铸有“清河食官”铭文，“食官”是

专管膳食的职官，点明其用途应为食器。那么，“染”究竟何意？按

照汉代高诱的《吕氏春秋注》，将其解释为豉酱，为蘸酱之意。“四神

染炉”上部的耳杯，正是盛放这类酱料的器具。除文献记载之外，

出土材料亦可佐证，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漆耳杯中有“君幸

酒”“君幸食”等字样。同墓随葬遣册又书“小具杯”“其二盛酱、

盐”。这里的“小具杯”指的是墓中随葬的耳杯，说明耳杯除了作为

酒具外还能用来盛放各种调味品。

那耳杯中的蘸酱为何要置炉加热呢？这要从汉代的以“濡”法

加工肉食说起。《礼记·内则》记载：“欲濡肉，则释而煎之以醢。”即

濡肉时，先把肉煮到可食的程度，然后放入调味品中烹煎，增加其

滋味。染器中的染杯用来放置调味品，炉体装炭空间有限，木炭仅

够加热保温而无法将肉类彻底煮熟，所以染食的食材一般要先经

后厨预煮处理，再上席食用，经过染炉的持续加热，肉食在温热的

蘸酱中“以汁和肉”，增味增香。染炉“不烟不焰”的特性也使其能

够放置在更多样的室内场合而不影响进食。

染炉的使用，还与汉代的分餐制相契合。汉代宴饮讲究“一人

一案、一人一炉”，染炉体量小巧，恰为一人食所设计。“四神染炉”

染杯容量在 350 毫升左右，炉器尺度皆按一人份来造，方便单人移

动。染炉的构造，也处处体现其实用性，手柄长度设计分为 3 段，

且与炉身长度比例相近，目的是延长手柄结构利于隔热。手柄端

热度较低易于手持。炉底箅孔为进风口，四神镂空是出风口，炉腔

设计为空心腔，贯通整个炉身，共同起到加热循环的作用。

北方冬季天寒地冻，鲜蔬匮乏，汉代的人们多靠秋末冬初的储

藏来度过漫长的冬天，饮食讲究温热。天寒时节，大家分餐而食，

席间以染炉温着酱汁，把煮好的肉片放入滚热的酱中“濡染”而食，

佐以酱、盐、豉、醢，既暖身又添味，享受着属于他们的“小火锅”。

染炉虽小，却正是这冬日餐桌上的点睛之器，它以四神守护炉

火，以一方温热的酱汁，把冬日的饮食之礼与人间烟火联系在一

起。一炉炭火、一盏温酱，穿越 2000 多年的时光，让我们得以窥见

当时人们冬日餐席间那融融暖意。

                             （作者单位：山西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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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

根和魂。通过这条大河，世界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

黄河流经中国九省区，是世界第五长河，地质考证黄河

形成距今约 160 万年。黄河文化，广义上是黄河流域各族

人民在认识、利用、改造自然的漫长实践中创造的物质与精

神财富总和；狭义上，特指这片土地民众积淀形成的思想观

念、行为准则、价值理想与风俗习惯。一方面要推进黄河文

化遗产的系统保护， 一方面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

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

西侯度、丁村、裴李岗、仰韶、马家窑、二里头等考古遗

址，留存下黄河先民的文明印记。河湟、河套、三晋、关中、

河洛、齐鲁等地域文化，分布于黄河上中下游，风貌各异却

根脉相通，共同构成黄河文化的宏大图景。黄河文化作为

一个整体概念，与在黄河流域生活的人们息息相关、水乳交

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的共同语言、共

同心理、共同情感。其内涵无比丰富，至少

包括了黄河农耕文化、黄河思想文化、黄河

与长江汇流成长的两河文化。

黄河孕育了底蕴深厚的农耕文化。早

在万年前，黄河流域便在采集经济基础上

发展出原始农业，距今 8000 年的粟类遗存，印证了这里悠

久的农耕历史。先民创制耒、耜、犁等生产工具，开垦土

地、种桑养蚕、驯化六畜，积累起系统的农耕经验。春秋

战国时期，铁制农具普及，畜力耕作推广，水利工程兴修，

土地赋税制度不断完善，黄河流域农业生产力实现大幅

提升。在与自然长期共处博弈中，古人创制二十四节气，

形成道法自然的宇宙观、敬天法祖的伦理观，孕育出务实

重行、家国至上的价值理念，为黄河文化筑牢物质与精神

根基。

黄河文化承载着凝聚华夏共同体的思想内核，儒家思

想是重要标识。孔子继承周礼，提出“克己复礼，天下归仁

焉”，构建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

后世国家治理的重要思想资源。“礼”确立社会秩序规范，

“仁”倡导推己及人的博爱精神。儒家学说历经时代演进，

深度浸润国家治理与民间社会，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忧患

意识与理想人格，长久塑造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成为维

系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动力。

黄河与长江汇流形成的两河文化，兼收并蓄、砥柱中

流，基本勾勒出中华文化的主体面貌。东晋隋唐之后，受战

乱、环境变化影响，经济文化重心逐步向长江流域转移，伴

随人口大规模迁徙，黄河文化向南传播，与长江文化深度交

融。明清时期政治中心北移，进一步拓展两河文化的辐射

范围。近代遭遇西方文明冲击，两河文化展现出鲜明精神

特质：一方面秉持兼容并蓄的品格，在向外部学习探索中，

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坚守天

下为公、大一统的价值追求，在磨难抗争中坚守文化根脉，

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文化走向新的兴盛。

九曲黄河以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

不息的民族品格。黄河文化一元多样、多样一体，汇集思想

道德、历史科技、文学艺术、非物质遗产和民俗传统，兼具交

往、交流与交融的基因。当下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全球各界迫切希望透过黄河文化读懂中华民族的来路与追

求，对黄河文化的认知需求持续上升。坚

持文明平等多样、构建互为主体的传播模

式，黄河文化的国际传播价值凸显。

文明延续性赋予黄河文化圈层传播价

值。四大古文明之中，唯有中华文明在黄

河文化根基之上绵延不绝，未曾中断，这是

黄河文化最珍贵的国际传播优势。回望历史，黄河流域凭

借发达的农耕文明与广域王权，将文化向外辐射扩散。大

运河贯通之后，黄河、长江、汉水串联起中华文化传播内

环。隋唐两宋，儒家文化向外辐射，塑造出东北亚、东南亚

儒家文化圈。这种由内向外、推己及人的圈层传播逻辑，既

契合文化扩散规律，也植根于传统伦理思想，为当今世界不

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历史参照。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科学治理实现黄河安澜，黄河治水

故事成为重要传播素材。进入新时代，三江源国家公园建

设、流域水土保持、河口生态修复持续推进，黄河保护法颁

布实施，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遗产保护、博物

馆建设、文旅廊道开发同步推进，将厚重的历史文化空间转

化为现代空间，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鲜活场景。

数字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打通实体空间与网络空间，为

黄河文化国际传播搭建全新数字平台，多方协同合作能够

充分释放黄河文化的历史、科技、审美价值。在跨文化的背

景下，依托不断发展的科技力量，不断融合创新，提升国际

传播力，通过一条大河，让世界了解中国。

                    （作者为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通过一条大河，让世界了解中国
汤   恒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以

下简称《规划》），一个突出特点是将法治建设

作为提升文化遗产治理能力的核心支撑，系

统构建包括完善立法、部门履职、安全执法、

督察问责、普法共治、国际履约在内的全链条

法治体系，明确健全部门协同履职机制、严厉

打击文物犯罪、全面整治安全隐患等刚性要

求，为新时代构建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筑牢

坚实的法治根基。

加强立法顶层设计，构建上下衔接、完

备的文化遗产法律法规制度体系。《规划》明

确提出“十五五”时期国家文化遗产立法的

三大重点任务：一是推动制定文化遗产保护

法，这是《规划》中最具标志性的立法任务。

长期以来，文物、非遗等各类文化遗产在规

范、管理上存在不少矛盾和冲突，难以满足

“大保护格局”对系统性保护的要求。文化

遗产保护法作为文化遗产领域的基础性综

合性法律，将统一界定文化遗产的概念、分

类、保护原则，统筹各类文化遗产资源，统一

规定各项基础性制度。二是部署修改现行

法律法规，《规划》部署贯彻落实已修订完成

的文物保护法，同时明确提出推动修订非物

质文化遗产法，推动修订文物保护法实施条

例、博物馆条例、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

护条例。三是补齐单项法规短板，细化配套

制度规则。《规划》针对历史文化街区这一保

护对象，明确提出要“强化法制保障”；针对

红色资源、传统村落、古籍保护，要在“十五

五”时期加快完善制度建设，补齐这几类特

色遗产的制度短板，使其从政策驱动转向依

法治理。

健全中央和地方责任体系，依法落实各

部门履职尽责要求。《规划》明确规定“强化党

委统一领导、宣传部门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履

职尽责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格局”。要根据

这一要求，进一步细化各级各部门法定职责，

理清权责边界，形成齐抓共管协同共治的法

治工作体系。各级党委、政府切实履行领导

责任，全面领导本地本区域文化遗产保护，将

文化遗产保护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重点

工作统筹推进；宣传部门发挥牵头抓总、统筹

协调作用，统筹保护传承、宣传弘扬、价值阐

释和舆论引导工作；文化遗产主管部门履行

行业主管职责，抓好日常保护管理、项目审

批、监督检查、行业执法；自然资源部门严格

落实国土空间管控要求；公安部门持续打击

文物违法犯罪、查办涉文物案件；司法行政、

检察、法院部门强化法制监督、公益诉讼和司

法保障。

筑牢安全执法底线，严厉打击文物犯罪，

全面整治安全隐患。《规划》专门作出“维护文

化遗产安全”执法部署，要求建立国家文化遗

产安全监测预警指挥处置体系，提升文化遗

产应急管理能力。要持续保持文物执法高压

态势，从严查处、重拳整治、常态震慑。健全

多部门联合执法、线索移送、联合巡查、快速

处置机制，依托遥感监测、智能预警、日常巡

查构建立体化的监管体系，实现违法苗头早

发现、安全隐患早整改。防止重用轻保、重旅

轻文、过度商业开发现象，依法规范活化利用

行为，坚决整治破坏性修缮、违规改造、超范

围经营等问题，以严格执法维护文化遗产本

体安全。

健 全 督 察 问 责 机 制 ，强 化 行 政 监 管 与

司法协同共进。《规划》明确提出“建立文化

遗产保护督察制度”，将文化遗产纳入干部

教 育 培 训 、政 府 绩 效 考 核 和 领 导 干 部 经 济

责任审计，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

任、项目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专项督察、

日 常 督 导 、约 谈 问 责 ，对 履 职 不 力 、监 管 缺

位、整改不严，造成文化遗产损毁灭失的严

肃 追 责 问 责 。 按 照《规 划》要 求 ，持 续 深 化

行 政 执 法 与 司 法 的 有 效 衔 接 ，依 法 开 展 文

化遗产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对行政不作为、

监管不到位、公益受侵害的情形，通过检察

建议、提起公益诉讼督促依法履职，做到有

责 必 追 、违 法 必 究 、损 失 必 补 ，构 建 全 方 位

的法治监督制度。

深化法治宣传引导，营造全民共治法治

氛围。按照《规划》提出的“强化法规政策解

读，加强宣传引导，提升全社会保护意识”要

求，持续推进文化遗产法治宣传教育常态化、

普及化。面向党政干部、行业管理人员常态

化开展法治培训，提升依法决策、依法管护、

依法履职能力；面向建设单位、文旅经营主体

强化法治警示教育，明确法定责任和禁止红

线。广泛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全民行动，推动

遗产保护进校园、进教材、进社区、进乡村，发

挥社会组织、志愿者、媒体监督作用，畅通群

众举报渠道，持续营造人人知晓、人人守护、

依法保护的良好法治环境。

严守国际履约准则，统筹国内法制与涉

外法制建设。《规划》明确提出“履行文化遗产

领域国际公约”，我国作为多项文化遗产国际

公约缔约国，应恪守国际准则，坚持国内法与

国际公约有机衔接，主动履行遗产保护、传承

展示、监测管理、杜绝非法流失等法定国际义

务，积极推进世界遗产、人类非遗、世界记忆

项目、农业文化遗产等各类名录的申报储备，

健全申报机制；实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提升

专项行动，按期完成国际履约报告，持续提升

世界遗产精细化保护水平；主动参与国际保

护规则和技术标准的制定，积极输出中国保

护理念和治理经验，以高水平涉外法治工作

展现大国责任担当。  
（作者为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文化

室原主任）

扎实推进文化遗产法治建设
朱   兵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传 承“ 十 五

五”规划》是我国首次编制的文化

遗产保护领域五年规划，是文化

遗 产 保 护 历 史 上 一 座 新 的 里 程

碑。《规划》明确提出“构建文化遗

产大保护格局”总体目标，部署

“推动整体协同保护”等重点任

务，并将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纳入同一管理框架。这意味着，

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正式迈

入以整体性、一体化保护为突出

特征的大保护新阶段。

文化遗产是人类群体创造、

选择、珍视并传承的历史财富。

就形态而言，文化遗产可分为物

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大类，二

者一体两面、水乳交融，无法截然

分割——物质文化遗产为非遗提

供实物载体与传承空间，非遗赋

予物质文化遗产以文化内涵与鲜

活生命力。然而长期以来，有形、

可见的物质文化遗产普遍更受重

视，而无形、不可见的非遗则常被

忽视。为弥补这一局限，在以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为 核 心 的 1972
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

约》通过 31 年后，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于 2003 年通过《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公约》，以非遗保护的全

球性法律规约，充实了国际文化

遗产保护体系。

近年来，对文化遗产开展整

体协同保护，逐渐成为国内外遗

产保护领域的新理念。党的十八大

以 来 ，以 习 近 平 同 志 为 核 心 的

党 中 央 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秉

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

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

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

和统一监管”，为文化遗产大保护

理念的确立提供了根本遵循。在

国际层面，相关探索也持续深化：202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召开的“21 世纪文化遗产那不勒斯会议”，就强调了物质

文化遗产和非遗整体保护的重要性。

《规划》呼应了上述前沿保护理念，在国家层面部署构

建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整体推进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协

同保护，彰显了一种新的、更具包容性的大文化遗产观。大

文化遗产观主张打破偏重单一遗产类别的局限，将不同类别

遗产视为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规划》中，非遗被

视为与物质文化遗产同等重要、彼此依存的遗产有机组成部

分而全面融入保护框架：除专列“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分领域专项任务以外，通篇贯穿将非遗与其他各

类遗产一体化布局的理念。可以预见，《规划》的落地实施将

使非遗更深植根于与其血脉相连的日常生活整体，为非遗保

护事业拓展新的发展空间，显著提升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

护成效，并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可资借鉴的中国方案。

《规划》围绕构建大保护格局，部署了一系列富有创新

性的行动。例如，专栏 1 以显著位置提出实施“文化生态保

护区建设扩容提升工程”。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是中国非

遗保护领域的一大创举，旨在以保护区域内非遗为核心，同

时保护孕育发展非遗的文化和自然环境。扩容提升工程以

此为基础，进一步将保护对象扩展至区域内各类文化遗产，

并支持将其作为与非遗不可割裂的整体加以一体化保护，

从而使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成为落实大保护格局的关键举

措。此外，《规划》在“提升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水平”“加强可

移动文物保护和博物馆管理”“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教育科技

人才支撑”等重点任务中，均融入对非遗保护传承的部署，

显示出非遗在大保护格局中不容忽视的分量。

此外，《规划》将不同类别遗产纳入统一监管体系，实现

我国文化遗产治理体制机制上的重大突破。长期以来，非遗、

物质文化遗产分属文旅、文物等不同部门管理，有时还涉及住

建、林业、农业农村等领域，导致文化遗产治理中经常出现各

自为政的局面。这一困境，也是世界各国文化遗产保护中共

同面临的难题。《规划》直面这一关键问题，构建统一监管体制

机制，为破解条块分割难题、实现跨部门协同治理提供了

保障。

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记忆与深层文化

基因。构建大保护格局，推进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协同

保护，不仅是对文化遗产生存规律的准确把握，也是对其传

承发展方式的重要创新。这将更有效护持包括非遗在内的

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并为赓续中华历史文脉、建设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提供不竭滋养。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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